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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作为官方文件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使占农民工总数

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群体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1]

按照中国社科院王春光的研究，新生代

农民工年龄普遍较小，受教育水平比其他农村流动人口高，许多人没有务农经历。他们在自己的

农民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城里人接触和互动，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和家乡的乡

土认同在减弱，在城市的归属意识正在形成但尚未最终确立。
[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城乡社会融合的重要趋势。站在农民工的角度考察，实现真

正的融合，至少需要两个前提：从外部条件看，要彻底消除歧视，城市在教育培训、子女入学、

福利待遇、劳动就业及权益保护等领域给予农民工完全的市民待遇；从内部条件看，农民工在价

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身份认同等方面，逐步建立起“现代性人格”。现代性是一个社

会中个人所具有的与传统相对应的现代属性。具有现代属性的个人常常表现为见多识广、积极参

与、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乐意接受新观念和新经验；也可以表现为具

有平等开放、独立自主、乐观进取、尊重感情和两性平等等方面的意识。
[3]

但较为遗憾的是，以

往学界对农民工的研究，多从外部角度关注群体特征、职业取向、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而

缺乏对农民工在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等方面从传统农民向现代人过渡的重视。

这一研究取向，也体现在新闻传播学界。目前新闻传播学界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两大视角：一是“媒体呈现”。多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媒体中的农民工形象。研究结论围

绕对农民工群体存在着媒介歧视，污名化、标签化、概念化、刻板印象明显（乔同舟2005；张诗

蒂，2007；陈慧，2008；许向东，2009；等）；媒体建构的农民工形象不完整、不准确等方面展

开（陈红梅，2004；雷涛，2005；张鹏，2006；高剑宁，2007；王立洲，2008；等）。二是“媒

体接触”，一般从接触频率、种类、内容、时段、场所、评价等方面讨论农民工的媒体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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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建杰，2003；陈静，2008；张雅莉，2008；刘必昊，2009）。此外，还有少数学者从大众媒

介对农民工观念的影响（陶建杰，2004；李远煦，王荣根；2009；等）、新媒介技术对农民工社

会关系的影响（丁未，田阡，2009）等角度进行探讨。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大多从外部视角，对

农民工与媒介的关系进行粗线条的面上呈现，主要关注农民工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角色缺失问

题，对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关注很少。此外，新闻传播学界也较少从分化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

进行专门的研究。

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大众传播的效果主要在“信息流”，而“观念流”和“影响

流”则往往通过人际传播产生作用。循着这一思路，既然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现代性侧重于价值

理念、思维方式、文化精神等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行为模式上的转变，那么在促成这一转变中，

人际传播就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农民工进城后

的最主要传播方式。
[4]

他们通过人际传播实现基本生存、文化和观念、角色和行为、社会交往等

方面的适应。
[5]

此前，学界对“大众传播是促成个人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已经形成共识。但对人

际传播与个人现代性关系的研究却不多。有学者曾敏锐地指出，人际传播行为对人的现代化影响

的研究，仅仅才刚开头，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
[6]

这一点对农民工来说尤其重要。他们经历了从

乡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的巨变，重构了人际传播行为与内容，在与市民的不断交往中，各种现代的

思想和观念，深刻地影响到了其中的每个人。因此，研究农民工群体中最易于接受新观念、新事

物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现代性与人际传播的关系，便成了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本文以实证数据为依托，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水平和人际传播网络现状进行测量的

基础上，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与人际传播的关系，发现影响个人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人际

传播方面的主要因素。

二、研究设计

1、个人现代性的测量

著名学者英克尔斯从上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了对个人现代性的研究，他主要站在社会学或

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关注的是教育水平、职业、社会流动、大众传播、工厂就业经历等社会因素

对个人现代性所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个人现代性的12个特征：乐于接受新经验；准备接受社会

变革；能够容纳别人的观点；信息的测量与接受；较强的时间性；工作与生活上具有效能；行为

具有计划性；有可依赖性和信任感；重视专门技术；有教育与职业的愿望；了解尊严并尊重他人

的尊严；了解生产及过程。
[7]

应该说英克尔斯等人所进行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尤其是他们首

创的研究和测量人的现代化的分析方法。此后，有许多学者运用了“英克尔斯指标”进行了各种

各样的研究。

由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社会心理与西方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异，想测量中国人的现代性，

则需要对“英克尔斯指标”进行调整。在这方面，台湾学者杨国枢等人的研究令人瞩目。杨国枢

对个人现代性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多元个人现代性量表”（依长度和

用途的不同，共有6种）。
[8]

在杨氏量表中，最短的“多元个人现代性量表”（简短式—成分）

有50个题目。尽管如此，在一套问卷中，用50个题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进行测量，无论从

时间、成本还是可操作性方面，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选择其中的部分题目，对量表进行缩

减。所幸的是，杨国枢已经将现代性量表分为独立自主、内控取向、消费取向、公平正义四个维

度。因此，本研究从四个维度中各选取5个题目，考虑到台湾与大陆间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

差异，以及农民工群体的特点，我们对杨氏量表进行了个别用词用语的修改，最终形成了一个

包含20个题目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量表”（见表1），每个题目采用从“很不同意”到

“很同意”的五级量表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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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际传播的测量

本研究从自我中心网的角度，
[9]

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传播。主要指标有网络规模、网络

趋同性、网络异质性、传播强度、传播内容等。

网络规模：指人际传播网络中成员的数目。采用“提名法”获得每个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成

员人数，即让每个受访者列举最近半年内与其交流过各种重要信息的总人数。为了研究的方便，

总人数限定在1-5人。然后用“提名诠释法”获得农民工人际传播网成员的基本情况。

网络趋同性：自我与其他网络成员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的相似性程度，衡量方法是在某个指

标上与自我相同的人数占全体网络成员的百分比。其中年龄趋同性，按照与自我年龄不超过5岁

的成员占的百分比计算。

网络异质性：指人际传播网中全体成员（不包括自我）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的分布情况。在

本研究中，年龄、受教育年数是连续变量，其异质性用网络成员间的年龄、年数标准差来表示。

对于性别、行业等类别变量，用异质性指数表示：D=1-Σ(Pi)2，其中P=i（i=1,…K）组中的数目

占总体数目的比例。异质性指数的分布从0到1。0表示网络成员间在某个指标方面不存在差异；1

表示网络成员间在某个指标上完全不同。在计算异质性指标时，排除了人际传播网规模小于2的

个案。

传播频率：以见面为代表的直接人际传播频率；以电话/短信为代表的间接人际传播频率。

两种传播频率均分为：“每天都有”、“每周有几次”、“每月有几次”、“大约每月一次”、

“少于每月一次”。

传播内容：借用林南对社会行动的划分原则，
[10]

我们把传播内容分为工具性传播和非工具

性传播。工具性传播指为获得自身尚未拥有的资源而进行的传播。非工具性传播指维持自身已有

资源而进行的传播。非工具性传播又可以细分为情感性传播和社交性传播。本研究将“求职信

息”、“技能培训信息”、“住房信息”、“健康医疗信息”、“法律政策信息”、“投资理财

信息”作为工具性传播内容；将“情感信息”、“子女教育信息”作为情感性传播内容；将“娱

乐消费信息”、“衣着饮食信息”、“时事信息”作为社交性传播内容。

	 3、数据获得

本文所有数据，来自2009年11月笔者对在沪农民工的抽样调查。农民工一般可以分为两类：

“散居”（自己租房居住，与市民混居在一起，多为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家庭户）和“聚居”

（主要分集体宿舍式和村落式聚居两种形式）。从上海的实际情况看，“散居”的农民工主要

分布于10个中心城区，“聚居”的农民工主要分布于8个郊区。我们选择了徐汇、长宁、普陀、

闸北四个中心城区，按照街道、居委会两阶段抽样，选中8个居委会，将各个居委会出租屋登记

名单中的所有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的抽样框，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散居”类农民工250

名。我们又在宝山、嘉定两区，每区各选择了1个农民工聚居村和1个大量雇佣农民工的企业，对

名单中的农民工进行等距抽样，抽取“聚居”类农民工250名。研究共抽取样本500名。在500个

样本中，成功访问了395人，其中16周岁以上，30周岁以下，符合“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条件的

有317人，男性占63.1%，女性占36.9%。本文以这317人为分析样本。

三、统计分析结果

1、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状况

调查发现：（1）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发展水平较高。20个题目中有11个均值在4分以

上，3-4分间的有7个，小于3分的有2个。受访者对现代性量表中的绝大多数表述，均持“比较

同意”或“很同意”的观点。（2）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发展水平不均衡。标准差大于1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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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其中对“人生就应

该要吃好的，穿好的，住

好的”、“告诉别人自己

用的物品是名牌，心理上

会有满足感”等题目的意

见分歧最大。尤其是“人

生就应该要吃好的，穿好

的，住好的”，标准差最

大，均值却倒数第二，这

意味着尽管新生代农民工

总体上不太认同这一观

点，但群体内部的态度差

异明显。所有题目中，大

家对“家中的重大事情，

应夫妻商量后才做决定”

最为认可，态度也最统

一。

我们对20个题目进行

因子分析，并用方差最大

法对初始因子进行旋转，

获得了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6个因子。由于第6个因子上只有一个题目，故将该因子剔除，

保留前5个因子进行接下来的讨论。我们发现，每个因子下的题目，与杨氏量表中各因子下的题

目基本吻合，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研究采用的超小型量表也具有相当的信度和效度。根据各

题目含义并参考杨国枢量表的因子名称，我们将因子1命名为“公平正义”，因子2命名为“内控

取向”，因子3命名为“消费取向”，因子4命名为“开放意识”，因子5命名为“独立自主”。

2、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人际传播因素

为了考察人际传播中有哪些因素，影响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现代性发展水平，我们采用

多元线性回归法进行分析。

模型的因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五项因子，即公平正义、内控取向、消费取向、

开放意识、独立自主。自变量是人际传播网络特征（包括网络规模、性别趋同性、年龄趋同性、

教育趋同性、职业趋同性、性别异质性、年龄异质性、教育异质性、职业异质性）；人际传播频

率（包括见面频率、电话/短信频率）；人际传播内容（包括工具性传播、情感性传播、社交性

传播）。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教育程度、流动时间、流动目的、融入程度（以

上海话水平为指标）。

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流动时间、流动目的、网络规模、年龄趋同性、职业趋同性、

教育异质性、工具性和社交性内容等因素对“公平正义”有显著的影响。男性、外出流动时间越

长、以经济型流动为目的、人际传播网规模越大、年龄趋同性、职业趋同性及教育异质性越高、

工具性和社交性传播内容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公平正义”取向越强。值得注意的是，年龄的

效应呈“倒U型”，其他变量保持不变，31岁前，“公平正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但过了

31岁，反而随着年龄的增加下降。“公平正义”模型的总体解释力为24.6%。

性别、职业异质性、见面频率、情感性内容对“内控取向”有显著的影响。女性、人际传播

网成员职业异质性越高、和网络成员见面越频繁、情感性传播内容越少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

代性中的“内控取向”越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网络成员职业异质性和见面频率每增

加一个单位，“内控取向”相应各增加65.6%和23.9%；情感性传播内容每增加一个单位，“内控

表1   各题目均值、标准差及旋转后的现代性因子负荷矩阵

1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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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则降低30.3%。模型的总体解

释力为17.1%。

融入程度、职业趋同性、电

话/短信频率、工具性和社交性传

播内容对“消费取向”有显著的影

响。懂上海话、人际传播网络成员

的职业趋同性越低、电话/短信交

流越频繁、工具性内容越少、社交

性内容越多的农民工，越具有“消

费取向”。控制了其他变量，传播

网成员职业趋同性和工具性传播内

容每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取向”

分别降低56.1%和12.5%；电话/短

信频率、社交性内容每增加一个单

位，“消费取向”分别提高7.6%、

12.8%。“消费取向”模型的总体解

释力为16.3%。

年龄、职业异质性、情感性内

容对“开放意识”有显著的影响。

年龄对“开放意识”的影响，呈U

型：一开始，“开放意识”随着年

龄的增加而下降，30岁后会随着年

龄的增加而上升。人际传播网成员

的职业异质性每增加一个单位，

“开放意识”降低41.3%。情感性传

播内容每增加一个单位，“开放意

识”增加33.9%。“开放意识”模型的总体解释力为10.0%。 

性别、流动时间、人际传播网规模、网络成员性别异质性、见面频率、工具性传播内容对

“独立自主”有显著影响。女性、外出时间越久、人际传播网规模越大、成员性别异质性越低、

见面频率越少、工具性传播内容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独立自主”意识越强。控制了其他变

量后，人际传播网每增加一人，工具性内容每增加一个单位，“独立自主”分别提高14.8%和

15.8%；性别异质性和见面频率每增加一个单位，“独立自主”相应减少70.8%和8.1%。“独立自

主”模型的总体解释力为12.8%。

四、结论与讨论

1、过渡人格——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发展阶段

从研究结果看，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现代性在大部分方面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多元现代

性量表中各题目得分，除了2项外，其余18项均在3分以上，其中更有11项的得分在4分以上，4分

亦即持有“比较同意”的态度。但不同方面也呈现级差格局，尤其是“消费取向”的发展程度较

低。这意味着，个人现代性的建立，各向度并非处于嬗变和演进的同一阶段，有快又慢。总体而

言，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正处于过渡阶段。

“消费取向”尚未被大多数农民工所接受，主要原因在于，消费是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

表2   对个人现代性各因子的多元回归分析（非标准化系数）

2

1 0.387** -0.472*** -0.089 0.004 -0.222*
2 -0.241 0.154 0.088 0.009 -0.220

0.374*** -0.032 -0.006 -0.206* -0.027
-0.006*** 0.001 0.001 0.003* 0.001

-0.011 -0.024 0.009 0.029 0.028

0.050* 0.001 0.035 0.005 0.046*
3 0.415*** 0.116 0.082 0.075 -0.132

4 0.043 0.214 0.412*** -0.010 0.215
0.185* 0.039 0.015 0.001 0.148*

0.285 -0.236 0.249 0.004 0.181
0.601** -0.181 -0.125 0.314 0.151
0.315 0.157 0.102 -0.046 0.080

0.301** 0.103 -0.561*** -0.145 -0.129

-0.322 -0.034 0.011 -0.251 -0.708**
0.021 -0.018 -0.001 -0.005 -0.010

0.683** 0.074 -0.400 -0.193 -0.172
0.198 0.656** -0.238 -0.413* 0.093

0.057 0.239** 0.020 0.063 -0.081**
/ 0.029 0.031 0.076* -0.041 0.042

0.104* 0.035 -0.125* -0.108 0.158**
0.113 -0.303* 0.209 0.339** -0.034

0.195* 0.081 0.128** 0.002 0.070
-6.411*** 0.506 0.273 2.763* 0.046

R2 0.246 0.171 0.163 0.100 0.128

1 2 3 4

***p<0.01, **p<0.05, *p<0.1
注：1参考类别为女性。2参考类别为未婚、离异和丧偶者。3参
考类别为非经济型流动。4参考类别为不懂上海话。  ***p<0.01, 
**p<0.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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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大多数农民工依然位于城市底层，他们的收入不高，且每一分钱，

皆为辛苦所得，主要寄回家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至于“公平正义”、“内控取向”、“开放意

识”、“独立自主”等向度，与物质基础并无天然的联系，反而更能唤起农民工对未来生活的向

往与追求，因此较受推崇。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种过渡人，他们身上有着复杂而矛盾的双重烙印，他们在城市处处存

在悖论：分明已经是工人，却要加上农民二字做身份修饰；分明从小生活、工作在城市，却又被

视为城市的外来者。我们将他们称为农民工，或者新生代农民工，多少也透着无奈：这是中国传

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

观结果。他们或许早已脱离了纯粹的传统世界和农村社会；但远没有真正融入现代世界和城市社

会。他们身上体现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双重价值系统”。在这一“双重价值系统”的博

弈过程中，现代的、城市取向的价值标准、行为模式、人格特质占了上风。
[11]

这就是新生代农民

工个人现代性的特点所在。

2、个体情况——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基础条件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性别、年龄等个体因素，对农民工个人现代性有显著影响。和男性

相比，女性更容易接受 “内控取向”和“独立自主”。年龄对“公平正义”和“开放意识”的

效益，分别呈“倒U型”和“U型”。我们对此的解释是：新生代农民工从乡村来到城市，现代观

念与传统观念发生着剧烈的碰撞，他会根据自己的实际经历，不断调整着行为处事方式和生活态

度。以“公平正义”为例，年少不经世事，或许相信人世间有普适性的公平正义，但随着阅历的

丰富，越来越发现，社会和生活是现实的，绝对的公平正义更像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自然

而然地，“公平正义”信念动摇了。

教育对个人现代性的显著影响，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数据支持。我们认为，这并不能抹杀教

育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巨大作用。本研究的样本中，有73.2%的农民工接受教育时间为

“12年”（高中或中专、技校学历），其余大部分为9年（初中学历），低于9年和高于12年的很

少。样本在学历方面的高度一致，使回归模型无法有效检验学历程度的不同导致现代性方面的差

异。尽管英克尔斯也认为教育是一个重要性被夸大了的因素，
[12]

但无论如何，学校教育带来的团

队意识、组织意识、技能训练、规则意识、奖惩意识、学习能力等方面，无疑给新生代农民工的

个人现代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外出流动——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嬗变起点

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仅是劳动方式的改变，更是对传统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的彻底颠覆

和更新。社会学家R•E帕克在研究美国城市化过程时注意到，“流动工人最初是掐断了自己同家

庭、同邻里的社会联系纽带而开始其流浪生涯的”。
[13]

农民工进城以后，与家人、乡邻的交往减

弱了，而与市民的交往和联系则增强了。他们便面临着两种地域型人格——都市人格和乡村人格

的碰撞。由于都市人格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运动相一致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角色规

范等人格特质构成的，所以他们为了适应都市生活，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习得这类人格特质。

从本研究的结果看，相比结婚、投亲靠友、求学、见世面等非经济型流动，经济型流动的农

民工，更倾向于接受 “公平正义”的观点。懂上海话的农民工，比不懂上海话的农民工，更接

受“消费取向”。原因很可能在于：经济型流动的农民工以赚钱为主，在市场经济规则中，“公

平正义”具有普适性，也是最能维护他们个人利益的基本原则。懂上海话的农民工，从另一方面

也体现了本人对融入上海的积极态度，成为都市人是他们所刻意追求的。因此，效仿或接受包括

“消费取向”等在内的都市人所拥有的普遍社会心理特质，也成为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

4、人际传播网络——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培养环境

与大众传播相比，人际传播具有更多的互动性、交换性和主动性。新生代农民工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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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变迁、个人现代性的形成，与人际传播有较为紧密的联系。研究结果支持了这种关系：

网络规模与“公平正义”和“独立自主”成正比；年龄趋同性和职业趋同性越高，“公平正义”

越强。网络成员的性别异质性越高，“独立自主”意识越低；教育异质性越高，“公平正义”越

强。职业异质性越高，“内控取向”越强，“开放意识”则越弱。

上述显著关系，都说明了人际传播网络对农民工个人现代性形成的巨大影响。进城务工，走

出传统的乡村社会，融入更为广阔的城市社会，本身就是对简单人际关系的拓展和颠覆。人际传

播网络越大，人与人之间观点碰撞、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就越高。从趋同性指标看，性别、年龄、

职业相近，使网络成员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异质性指标越高，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人际网络成

员的情况越多元复杂，这样就能使自我接触到更多的观念和思想，变得更为积极开放。总体上

看，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呈现“双重多元化”。首先，他们的人际圈，突破了农民工

群体内部。在本次调查中，人际传播网成员至少有一人是上海人的占22.7%，更有4.7%的受访农

民工的提名人全部为上海人。与市民的密切交往，是培养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润滑剂。其次，新

生代农民工已经突破了父辈那种简单基于地缘、亲缘的“先赋性”人际传播网，更加重视业缘、

学缘、友缘等“获得性”关系，从而使人际传播网变得丰富多元。
[14]

这种多元的人际传播网，为

个人现代性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更大可能。

5、人际传播行为——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催化剂

实证研究发现：人际传播行为与人格现代性呈现较多的正相关。人际传播频率中，见面频率

越高，“内控取向”越强；电话/短信频率越高，“消费取向”越强。人际传播内容中，工具性

内容越多，“公平正义”、“独立自主”观念越强；情感性内容越多，“开放意识”越强；社交

性内容越多，“公平正义”和“消费取向”越强。

人际传播频率和内容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个人现代性的催化剂。人际传播能给人们带来更有

说服力的关于现代生活的各种信息，容易改变人们的观念，向人们传播新的生活行为模式，并通

过“口碑营销”的方式，使新的观念、事物在人群中得到广泛传播，加速了个人现代性的过程。

我们可以对人际传播行为与现代性的若干关系进行解释：电话/短信突破了时空限制，人与人之

间的联系和交流变得更为随意顺畅，使具有“消费取向”的人们间，有了更多分享信息、互相影

响的机会。工具性内容，多与生活就业相关，越注重这些信息的农民工，往往越具有突破传统的

想法，愿意“自己出来闯一闯”，而“公平正义”和“独立自主”是闯天下的先决条件。情感性

交流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紧张而压抑的城市生活中，得到身心放松的机会和可能也越大。他

们经过心理调节后，能以更积极开放的心态面对激烈的竞争。注重社交性内容的农民工，为了和

众人保持良好而持久的社交关系，会自觉而努力的做到“公平正义”，因为这是立足社会的最

基本准则之一。此外，社交必然需要一定的成本，越注重社交的人，也就越容易接受“消费取

向”。

在中国的城乡社会融合进程中，农民工既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产物，又是率先实现

从传统性人格过渡到现代性人格的农民。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

享受要求高，对现代化主动追求的积极性也高，他们是“率先中的率先”，是农民中的精英，是

沟通城市与农村的桥梁。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现代性发展程度必将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农

民现代化，并最终影响到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巨大的变革中，人际传播对个人现代性

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下转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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